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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保定育婴堂研究为中心，重点讨论了民国以后政体变革、战争等因素对传统慈善事业的影响。

研究认为，民国以后育婴堂在内部组织管理上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其中也包含了现代福利制度的因子，

但是由于自身的缺陷，特别是它官僚化的管理特征，使其具有先天性的不足，在战争、政体变革等社会异

常变动的冲击下，只能被动地疲于应付，并导致了最终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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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组织的民间慈善活动最早出现在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关于这种大规模民间慈善活动

的产生，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日本学者中，最早对明清善堂善会进行研究的

是夫马进教授，夫马进通过对明末同善会的研究发现，同善会从最初对动物的放生行为，逐

渐演化为对人进行救助的活动，这是早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开端。
1
台湾学者梁其姿是目前研

究善堂善会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她不但探讨了善堂善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善堂善会结构

和性质的演化也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梁其姿认为，不能单纯地从需求的角度来解释明末清初善堂善会的产生，在历代政权交

替时期都曾出现和明末清初相似的情形，但只有明末清初才使得善堂善会大量出现，说明明

末清初应该有特别的催化剂。梁其姿主张应更多地从施善者的主观角度来考察善堂善会的产

生：“从同善会各讲语、规条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同善会的意识形态，其中有俗化佛教

的影响，也有起源道教功过格累计功德的思想，但最主要的思想因素，仍然是正统儒家的政

治理念。这些善会的最终目的，乃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相当快速之时，以道德的诉求来

维持既存的社会规范。而所谓的道德的诉求，是围绕在财富与贫穷概念之上，从而重申传统

‘安分守纪’的政治势力。”
2

按照梁其姿的观点，善堂善会是由于明末正统的思想观念受到冲击，而以乡绅为代表的

社会精英为了重整社会秩序，应变明末清初的社会震荡而产生的，通过善堂善会的活动，从

而达到劝善与教化的社会功效。梁其姿提出这种观点，解释了为什么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

善堂善会却最先发育的问题。从善堂善会的地理空间分布看，江南地区占据数量上的绝对优

势，很显然并不是江南地区需要救助的人口比其他地区更多或更紧迫，而可能另有原因。梁

其姿将其归入人的主观因素上，即维持正统思想，实现劝善与教化的社会目的。 

梁其姿的研究无疑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尤其对善堂善会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主、客观要

素的分析可谓十分的精辟，对雍乾以后善堂善会的官僚化趋势和道光以后善堂善会向小社区

方向发展这一变化也有敏锐的观察。但是梁其姿的研究时间下限只到太平天国以前，对太平

天国以后以及民国时期的善堂善会情形基本上没有述及。前言中，梁其姿解释了选择这个时

                                                        
1夫马进：《善堂善会的开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宋元明清卷》，中华书局，1993 年 1 月。夫

马进教授对我国明清慈善事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他的关于善堂善会的论文还有《同善会小史》、《清

代前期的育婴事业》、《清代松江育婴堂的经营实态与地方社会》、《清末的保婴会》等。 
2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 年，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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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段的原因：“我把研究集中在 1850 年以前，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

纪的这段历史较有一致性，在这段时间内出现的慈善组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品，十九世纪

中期以后，我们看到较多的社会变数。”
3

梁其姿将这些变数归结为：其一，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基督教组织在十九世纪中

叶以后大举进入中国，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竞争，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国原有善堂的发展方向，

此后的善堂已多少被洋化了。其二，经过十多年的太平天国之乱，中国社会尤其在南方，在

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处于百废待举的状态中，都市善堂因而担任了复杂的善后工作，就是说他

们的任务除了传统的救济工作外，同时也往往包括了维持政治秩序的功能，这使得它的性质

有了较深远的变化，不再如咸丰以前的善堂那样单纯。 

    本文希望继梁其姿的研究之后，进一步探讨民国以后传统善堂善会发展与运作的情形。

毫无疑问，民国以后是我国慈善事业发生历史转变的重要时期，民国十七年，民国政府明确

要求将传统的善堂善会归并为救济院，实际上意味着传统慈善事业的终结。那么救济院的设

立，是不是标志着民间的慈善事业业已完成了向现代福利制度转型呢？在这一过程中，传统

慈善事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民国的政体变革、战争等因素对传统慈善事业的内部运作

与管理、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婴儿的收容和乳养、乳妇的生活及待遇等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本文主要利用民国时期保定育婴堂的档案资料，通过对民国时期保定育婴堂发展状况的个案

研究，试图厘清上述的有关问题。
4

一、民国以后育婴堂内部管理的变化 

直隶省城保定育婴堂，清同治八年由制军刘长佑创设，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时加以整饬，

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时又筹资对其扩大经营而成。
5
在育婴堂下面，附属有栖流所、养病堂

和施棺择骨局等慈善组织，它和直隶省城全节堂是当时省城最大的慈善机构。从性质来讲，

育婴堂和全节堂属于公立慈善机构，即由官方倡导资助，民间捐资并由民间进行管理、接受

官方监控的公私合营的公益机构。育婴堂成立之初，采用江南地区善堂的管理模式，同治十

年，育婴堂的管理已经相当完备，大约光绪十五年左右，制定了健全的管理章程。 

1、民国以后内、外堂人员调整 

据《育婴堂条规四十四则》，
6
保定育婴堂建堂之初，分内堂和外堂。外堂设司事副司事

各一人，司事负责乳妇婴孩的饮食衣服、稽查男女仆夫是否称职，并掌管堂中册簿、统司笔

墨。副司事协同司事经理日常事务，但必须常住堂中，如若外出，不得超过一天。外堂正副

司事的任命“由众绅董按三节具柬订请，凡寻常事件悉由正副司事主裁，重大紧要事宜仍当

邀同众绅董商酌” 。从司事副司事由众绅董聘订，众绅董也可依据其表现予以解聘来看，

显然司事副司事并不是育婴堂的襄助人，而只是管理外堂事务的经理人。 

内堂也设正副司事各一名，均为女性，要求年龄在四旬以上朴诚慈善之人，能够常驻婴

堂，其职责司事负责稽查乳妇之贤否勤惰、有无口角是非、乳浆是否充足，照料婴孩饥饱寒

暖、襁褓干湿并差点各房什物火烛等事。副司事主要协同正司事照料堂务。内堂正副司事一

般只负责管理内堂与妇婴有关的事务，而外堂司事副司事所涉及的事务较多。《育婴堂条规

                                                        
3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 年，第 1 页 
4 这批档案现收藏于保定市档案馆，为一个全宗，全宗号 161，内有 546 个卷宗，记录时间从民国二年到民

国三十七年，本文利用的主要是民国二年到民国十七年的部分档案。 
5 民国《清苑县志》卷二《职官·自治各机关》。 
6《育婴堂条规四十四则》中有：“沿用同治十年所颁图记”字句，可见该条规的修订应在同治十年之后，

文中又称建堂二十余年，根据民国《清苑县志》，保定育婴堂建于同治八年即 1869 年,那么条规的修订应该

在 1889 年到 1896 年之间。《育婴堂条规四十四则》现收藏在保定市档案馆 161——539（前面为全宗号，

后为卷号，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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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则》有关条文显示，外堂正副司事除了章程中规定的职责外，同时还负责收取地租房

租、各典当铺的生息银，调查寄养婴孩的生活情况等等。外堂司事有比内堂司事更大的权利，

兼管整个育婴堂的经济、后勤和管理事务，待遇也明显要比内堂司事要高。外堂司事月薪银

六两，副司事月薪银四两。内堂女司事月薪是银四两，副司事月薪银三两，作为奖励，内堂

正副司事到堂一年以后如果没有过错，每节加给京钱三千文。 

进入民国以后，育婴堂的管理在人员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民国三年的《直隶省城薪工

数目》表显示，外堂的职员有堂长、文牍、会计各一员、庶务两员、医生兼种痘员一员，以

前的司事副司事被文牍、会计和庶务所代替；内堂的职员有司事一员，织科女教习两员，另

外道署书吏一人。
7
道署书吏并不是育婴堂的属员，民国初年由道署安排在此领取薪水。

8
到

民国十年时，育婴堂的人员配置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外堂此时只设堂长、会计各一人、庶务

由民国三年的两员改为一员，原先的文牍和种痘员被取消。内堂司事改称管理，内堂分东西

两院，各设女管理一人，女教习改为一员，其待遇和女管理相同。
9

从育婴堂管理人员配置的变化上可以发现，民国以后现代西方的管理制度已经渗透和影

响到传统慈善机构，尤其是现代西方的财务制度和后勤制度也被善堂所采用，会计和庶务成

为育婴堂中最重要的管理人员（文牍后来被取消）。会计负责经理领款、收取房地各租，同

时也负责经理出款及发放薪水津贴和工人工资。会计的其他职责还有填造每月支付概算决算

册表、经理出入布及棉粮、帮同庶务每日放饭、帮同庶务及经理施种牛痘及稽查养病堂、栖

流所、施棺择骨局等等。虽然会计的职责和今天的会计还有一定的差别，但可以这样说，民

国时的育婴堂已经建立了较为现代的财务制度。
10

庶务相当于今天的后勤主管，主要负责购买日用食品、催收房地各租、检查食品放饭，

掌管堂中财务的消耗。除此以外，庶务还要接待外宾、督促堂中的役工并稽查婴孩疾病，会

同会计发放工资施种牛痘，登记日用米面、煤炭、医院、蔬菜及织工场发线、收布、收毛巾、

发药布等等。会计和庶务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这从他们待遇相同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分工

更加明确，可以说既有明确的分工也有相互合作的地方。
11

2、堂长的设立 

民国以后，育婴堂在管理上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堂长的设立。育婴堂创始之初不设堂长

一职，整个堂内的管理主要依靠内外堂的正副司事，且正副司事由绅董会聘请，有薪水，常

驻堂中，但如前文所言，正副司事只是婴堂的管理人而不是善堂的襄助人。全节堂的情形有

所不同，据光绪二年《重修保阳全节堂碑文》和光绪五年《全节堂规条》所载，当时全节堂

中设绅董十六人，并且是“自备斧资入堂办事，遇有事故公同保補，复于绅董中公举年在五

旬以上、老成廉干者二人作为正副司事。”
12
也就是说，全节堂的正副司事不但是善堂资金

的捐助人，同时也负责堂务的管理。 

育婴堂堂长之设始于民国二年，在一次绅董会上，由堂董姚学崇、吴昶、谢琪等提出：

“办理堂中事务向系遇有应议之件，临时召集各董公同商酌，往往因各董职务纠缠，不克到

堂，所议各事，不能立即表决，其故皆以堂中无主持管理之人，以致诸务未免延搁” 。
13
真

实的情形可能是，堂中的正副司事只是绅董会控制下的执行人，不属于官绅阶层，因其社会

地位较低，遇到重大的事情没有能力将各个公务缠身的堂董召集起来，使得绅董会实际上处

                                                        
7 民国三年《直隶省城育婴堂薪工数目》，保定市档案馆 161——518。 
8 民国三年《全节、育婴两堂呈请民政长提解两堂落商成本事》，保定市档案馆 161——518。 
9《育婴堂常年支付预算》，保定市档案馆 161——436。 
10 民国二年《本堂文牍庶务会计规则》，保定市档按馆 161——427。 
11 同上 
12 光绪二年《重修保阳全节堂碑文》，光绪五年《全节堂规条》，保定市档案馆 161——542。 
13 民国二年《本堂绅董公举派充堂长一案》，保定市档案馆 16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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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瘫痪状态。这种情形又反过来影响到育婴堂的正常运作，于是育婴堂吸收了全节堂的管理

经验，“查全节堂向由绅等经理其事，嗣以堂务较繁，经众公举堂长一员，带川驻堂办理各

事，遇有特别要件，仍随时召集各堂董公同研究办理……拟请援照全节堂办法，公举堂长一

员，常川经理。”
14
这次会议的结果，决定由育婴堂绅董会成员之一的樊榕任堂长，和全节

堂一样由绅董直接参与管理。从与官方的来往信函来看，堂长在这一时期的育婴堂中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堂中的内外事务主要由堂长负责打理，尤其在育婴堂资金危机的过程中，堂长

对维持育婴堂的正常运转起了重要的作用。 

3、议绅会的成立 

民国以前，绅董会是育婴堂最高管理和决策机关，也是监察机关。建堂之初，堂中设有

绅董专司稽察，具体办法时是“众绅董中公举勤慎练达者八人，禀由首府县酌定，以二人为

一班，按一六日轮班赴堂，察看诸务有无废驰，遇有应行会议要件，无论该班与否，随时全

行约集，公同妥筹，不得推诿”
15
。可以这么说，这一时期绅董是直接参与育婴堂管理的。 

民国以后，绅董会开始被议绅会所代替。据民国十年制定的《育婴堂现行办法》：“育婴

堂设总董一人，议绅八人，皆为名誉职，由众公推举，随时会议堂务。”
16
有关育婴堂议绅

的选举和职责没有相关的记载，根据全节堂的选举方法，议绅每届定期邀集士绅之乡望素孚

者公同推举，举定后分报保定道尹、警察厅、清苑县转报省长备案这一点来看，
17
育婴堂议

绅的选举情形也大致相同。为了维持善堂的持久生存，《育婴堂现行办法》规定，议绅要参

加特设例会及临时会，例会每月十日举行，遇有紧要事件，由议绅三人以上函知堂长随时召

集开议。会议议绅到会半数以上方得开议，临时公推主席一人，堂长列席，无议决权，议绅

兼堂长亦同，并请道尹、警察厅长、县知事到会与议。议决各事寻常事件即由议绅径交堂长

执行外，特别事件要呈明道尹警察厅县知事酌核施行。 

虽然民国的议绅与清代的绅董都是善堂的管理者，不同的是，清代育婴堂的绅董本身就

是善堂的发起人和襄助人，而民国的议绅是由选举产生的，其本身与善堂的建设和发展并没

有多大联系，能否当选议绅主要取决于在地方社会的个人声望，与其是否襄助或参与慈善事

业没有直接关系。 

 

二、民国以后婴孩的收养与管理 

1、婴孩收养与教育 

早期育婴堂的创设与收养溺婴有很大的关系，溺婴在明清时期的民间非常普遍。关于溺

婴的一般解释，粱其姿认为古代没有很有效的避孕方法，堕胎又是伤及母体的事情，而一般

的家庭资源有限，不能养育所有生下来的子女，那么就只能以溺弃婴孩的方式来限制家庭人

口数量的增长，其意义就相当于现在的计划生育。
18
但是这个观点不能解释为什么弃溺的婴

孩都以女婴为主。据保定育婴堂民国三年的统计，到民国二年底共有婴孩 466 名，其中男孩

只有两名，民国三年底，共有婴孩 437 名，男婴也只两名。
19
其他地区的育婴堂的情况也基

本相似。 

保定育婴堂建堂之初，由于受到房屋和资金的限制，光绪年间婴孩额定为 120 名，
20
作

为省城最大也是唯一的育婴堂，显然不能满足需要，要想进入育婴堂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

                                                        
14 同上 
15 《育婴堂条规四十四则》，保定市档案馆 161——539。 
16 民国十年《育婴堂现行办法》，保定市档案馆 161——439。 
17 民国十年《修订全节堂章程》，保定市档案馆 161——542 
18  梁其姿《劝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蒂 85 页，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 年。 
19 《清苑城内直隶省城育婴堂民国三年统计表一》，保定市档案馆 161——459。 
20 《育婴堂条规四十四则》，保定市档案馆 16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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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育婴堂条规记载“凡无故强为送人者概不准收，惟实在父母俱亡赤贫待毙者，亦必须有的

确保人陈明原委，更由司事详细查明，毫无虚欷，并审实婴孩年籍、生辰、乳名、面貌、身

体疤痣、十指箕斗暨原穿衣服颜色，有无疾病、出否天花、并其父母年岁姓名、生理存没、

在城地方、村庄乡地姓名及报送人中保人姓名、籍贯与抱送者系婴孩何亲同送堂日期” 。
21

育婴堂明确规定只有“父母俱亡赤贫待毙者”才能被接受，贫穷的家庭就不能将婴孩送入堂

中。育婴堂这样的严格限制，实际上排除了贫困家庭将婴孩直接送入婴堂的可能，很多贫困

家庭只好将婴孩遗弃在育婴堂外。据民国十一年的一份档案记载，这一年育婴堂新收 149

名婴孩中，迷儿 10 人，弃儿 104 人，遗儿（父母俱亡）35 人，弃儿占了绝大多数，弃儿又

以未满周岁为主，有 69 人。
22

育婴堂雇有专职的乳妇喂养婴孩。《育婴堂条规四十四则》规定，每乳妇乳哺一孩，两

妇分带两孩共住一屋，每名月给京钱四千文。婴孩年交三岁即断乳，原来的乳妇除了带原哺

的一婴孩之外，再带看不食乳婴孩一名，等到断乳婴孩日增，各乳妇带看之外尚有余孩，即

按每四孩添雇看妇一名。乳妇入堂有严格的规定“面目凶狠语言粗恶者一概不用”。看妇有

时是来自全节堂的节妇，每一节妇教管二三人，主要教以女戒、女工、三从四德及梳头裹足、

针线刺绣等事，男孩六岁以后即送义塾读书，一切由外司事照料。
23
民国以后乳妇和看妇（民

国时称抚妇）开始分离，抚妇主要负责照顾断乳婴孩的生活起居及早期的教育，乳妇专职乳

养婴孩。 

从民国二年开始，堂中设立专职的织科女教习二员，每月薪水八元。
24
女婴六、七岁时

可以入女校读书，到民国十年，在河北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各级肆业的有四十余人。但是对

成婴中资质愚钝的或女校考试屡不及格者，则令入织科，民国十年堂中这类婴孩有二十余人。
25
育婴堂这时设有织布厂，每年的收入大约在一千多大洋，大部分又投入到育婴堂中。一般

来说，这些女童工没有工资，“成绩最优者按月酌给奖赏。”
26
女婴到了 15—18 岁时，婴堂

会主动帮其择婿婚配，并帮助置办一定的嫁妆。对于残废的婴孩也有特殊的安排，到了一定

年龄，婴堂即安排其学习手艺，资助其出堂谋生，这些手艺多数是算命、唱曲等等。
27

乳婴的乳养取决于乳妇的态度，这一点堂中有明确的规定，乳养的婴孩一旦死掉，乳妇

也就失去工作的机会。乳妇的每餐的饭食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到了民国十年，乳妇们经常抗

议早餐的量不够，一部分人还举行了罢工，乳妇的营养不足肯定对婴孩产生很大的影响。
28

2、寄乳与领养 

民国初始，战争过后继以饥荒，育婴堂的婴孩数量大为增加，给育婴堂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负担。民国二年育婴堂堂长樊榕在写给清苑县县长的公函中说：“男女婴孩不在五百名口，

嗷嗷待哺，势将不支。”
29
育婴堂一方面鼓励良善人家来育婴堂领养婴孩，另一方面采用寄

乳的方法来解决，寄乳婴孩由各地警察、保甲村正副负责调查监督。下面是民国八、九两年

寄乳在外的各月婴孩数量： 

表 1  1919-1920 年保定育婴堂各月寄乳婴孩数目 

                                                        
21  同上 
22 《十一年度稿·育婴类别》，保定市档案馆 161——459。 
23 《育婴堂条规四十四则》，保定市档案馆 161——539。 
24 《直隶省城育婴堂薪工数目》，保定市档案馆 161——518。 
25 民国十年《直隶保定育婴堂现行办法清摺·教育》，保定市档案馆 161——439。 
26 民国十年《直隶保定育婴堂现行办法清摺》，保定市档案馆 161——439。 
27 《育婴堂条规四十四则》，保定市档案馆 161——539。 
28 民国十年《为呈请鉴核示遵事》，保定市档案馆 161——436。 
29 《民国二年收支总数清单》，保定市档案馆 16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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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八

年 

174 164 171 174 178 169 180 181 173 169 179 185

九

年 

181 187 183 183 182 178 175 178 167 166 168 174

资料来源：民国十年《民国八、九年两年分岁入岁出银钱各款数目理合开具清摺》，保

定市档案馆 161——439。 

每个寄乳婴孩每月只需给每个寄养家庭 2000 文，
30
这种支出远远低于堂内乳养的支出。

以民国十年为例，民国十年整个育婴堂的全年预算开支 10282.2 元，以每月平均寄养的婴孩

数量为 175 名计算，每个寄乳家庭每月 2000 文，当时京钱和银元的比价大约是 2800 多文换

一个大洋，这些寄乳婴儿全年花费约为 1400 元，占整个总支出的七分之一，而人数却占总

数的一半。
31
由于给婴孩的寄乳费用很低，加之婴孩又散处各地，对各地寄养婴孩的乳育情

况，育婴堂自己也无法准确把握。民国六年育婴堂堂长沈同禄发给保定警察厅的公文称“本

堂寄乳婴孩，现有 266 名，四方散处，调查颇难，所有在外寄养之婴孩该乳妇等，平时如何

抚养，如何待遇。偶有疾病，如何调查，遇有天殇，因何染病，或天殇后有无另易他孩，冒

名顶替，本堂鞭长莫及，耳目难周，若不设法维持，诚恐旷日持久，滋生弊端” 。
32
经过

议绅会会议，育婴堂决定函请保定市警察厅及清苑县长，责令城乡各区暨地方保甲，按照育

婴堂所开名数和乳妇的住址，随时挨户调查。
33

调查的结果显示，仅在清苑县公署，被调查的婴孩共 74 人，没有找到下落的婴孩 25

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
34
这些婴孩的年龄大都在 5—12 岁之间，其中大部分可能夭折

了，而寄养的乳妇为了获得每月 2000 文京钱，一般都不会及时汇报。育婴堂也曾经规定在

每个月的十五日乳妇需带婴孩来堂查验，并发放每个月的工钱，但是往往由于路途遥远，这

个制度实行的并不理想。 

这中间也曾发生育婴堂和寄乳家庭相互扯皮的事件。在调查过程中，据水埝头村村正戴

会文村副戴合全的汇报：在调查的时候，乳妇冯王氏对乳育的育婴堂婴孩九润妮下落回答前

后不一，有时称九润妮早已死亡，孩票已今年送回到婴堂，有时又称三年前就将婴孩和孩票

一同送回。
35
这一案例表明，存在着寄乳婴孩死亡而长期不报的情形，而对此育婴堂却无能

为力，至于寄养婴孩的生活及喂养情形育婴堂就更难控制了。从婴孩很高的死亡率来看，寄

乳婴孩的状况不会很好，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物价上涨，而寄乳 2000 文/月的标准还是光

绪年间制定的。营养的不良、疾病是导致较高死亡的重要原因。 

鼓励领养也是减轻育婴堂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来说，收养的婴孩多在五岁以上，

至少也是断乳的婴孩。前来领养的家庭目的各不相同，大部分是作为子女的，但也有赚为下

贱或为奴为娼的。因此从晚清开始，育婴堂对领养婴孩明确规定领养者必须是“清白良家无

子女，愿将在堂婴儿领去抚养者”，领养时必须邀同地邻亲族及该处绅士到堂，出具切实保

领状，然后由司事会商绅董准其领养，对于婴孩的亲生父母则明文不许领养。
36
司事有责任

每年对领养的婴孩查访一次，以防婴孩沦为下贱或受到虐待或者被贩卖。从民国四年八月到

                                                        
30 民国六年《保定育婴堂公函》，保定市档案馆 161——496。 
31 据《清苑城内直隶保定育婴堂民国十年统计表一》，民国九年底的婴孩总数为 359 名，民国十年统计时

的总数为 344 名，保定市档案馆 161——459。 
32 民国六年《保定警察厅公函》，保定市档案馆 161——496。 
33 同上。 
34 民国六年《清摺》，保定市档案馆 161——496 
35
《清苑县公署公函》，保定市档案馆 161——496。 

36 宣统二年《详为请发领孩执照事》，保定市档案馆 16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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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五年十二月，育婴堂共被领养婴孩 17 名。
37

为了保障婴孩的利益，宣统二年，育婴堂开始采用发给印票的形式，印发共四十张，当

年年底仅用了六张，后来这项规定基本上没有实行。
38
到民国六年，育婴堂职董马锡彤、姚

学崇、张文煜、樊榕等重新提出印发印票事，并规定只有获得印票才有领养的资格，印票一

式三份，认领者一份，育婴堂保存一份，官方存档一份，印票的格式为： 

发给执照事，照得省城育婴堂收育遗弃男女婴孩，凡无子女之家情愿报领者，准其邀同

中保、亲族、邻右出具不得为奴作婢作妾转卖一切凌虐等事甘结方得认领，发给执照，以昭

慎重。兹据□□□系□□省□□县人，年□□岁，委因无子女，情愿报领□孩□□□年□□

岁作为己□，邀同中保亲族邻右投具切实甘结，并据中保人等声称□□□实系清白良家，确

无子女，抱领之后，视若亲生，如有作奴作婢作妾转卖及一切凌虐等事，请惟中保亲族邻右

是问，该承受人即日后自生子女，亦必待若同胞，不得歧视，该族人等亦不得有异言或争夺

家产，至婴孩本生家属，更不得再行冒认，倘以上各情形，一经查出或被人告发，定当照章

惩办，各宜恪遵须到执照者。 

中保□□□ 亲族□□□  邻右□□□ 

右给□□□收执 

中华民国 □□年□□月
39

这份执照显示，领养的首要条件是领养人必须没有子女，而且强调了中保人、亲族、邻

右的作用，明确了承领人的责任，同时又保护了婴孩未来在家族中的地位与财产继承权，应

该说它具有一定的法律的效用，维护了婴孩的权益。档案显示，育婴堂对婴孩被领养后的情

形非常关注，民国六年发生的领养人陆秋爽虐待八华妞的恶性事件，育婴堂积极地干涉了这

件事情的处理过程。堂长吴熙给保定地方检察院的信函中称：“前因本堂婴孩八华妞被抱养

之陆秋爽凌虐，经原保送交本堂，验明属实，立即收回，函请贵厅检察，迅予究办。”
40
育

婴堂不但收回了婴孩，还督促检察机关加以处理。被告陆秋爽被拘留十日，罚苦力十日。 

三、民国以后育婴堂的资金状况 

育婴堂的经费在成立之初“概系官绅捐集”，到民国初年捐集的成本银共七万余两，由

清河道道署发各县生息，育婴堂每月从道署领取生息银六百两，全年共七千二百两，另外从

建堂开始官方发给育婴堂京平银一千两，还有一小部分的个人捐款，
41
应该说民国以前的资

金还是比较充裕的。 

民国政体的变革引发了育婴堂的资金危机。是年，民国政府接管了旧政权下的各机关，

育婴堂和全节堂也在接收之列。政府要求将各属银两统归省署统一管理，育婴堂和保节堂发

往各县当商的生息银大多也被提解到省署。利息中断，主要依靠生息银维持生计的两堂立即

陷入窘迫之中。两堂的堂长樊榕和吴熙于民国二年十月两次到天津拜见省长，未果。十一月

十二日，当时的省民政长刘若增曾批示：“该两堂生息成本银两，由本公署另觅妥商生息，

其未经报解者，仍令各该县照旧生息。”
42
这次努力的结果，使未被提解的生息银仍旧照常

生息，而被提解的那部分银两仍然没有着落。 

被提解的成本生息银一直到民国三年二月才最后被落实到直隶银行，按照七厘生息。虽

然利息有了着落，但是利息率远低于过去各县当商的年息一分或一分二厘。堂长樊榕在给官

                                                        
37 《报领婴孩名数清册》，保定市档案馆 161——493。 
 
38 宣统二年《详为请发领孩执照事》，保定市档案馆 161——493。 
39《呈请尹宪转请另办领孩新照一案》，保定市档案馆 161——493。 
40 民国六年《陆秋爽虐待女婴八华妞案》，保定市档案馆 161——489。 
41 民国十年《直隶保定育婴堂民国十年统计表一·经费别》，保定市档案馆 161——539 
42 《清苑县公函中华民国三年第六十四号》，保定市档案馆 16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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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公函中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前承省长慈善为怀，俯念本堂经济困难，各县息款延不批

解，本堂稍有知识婴孩无不鼓舞欢呼，以为各县当商既以一分或一分二厘缴息。今蒙公署体

恤堂艰，息率定异常优渥，而省银行竟以七厘行息，非惟不能较县当商从优，乃反大为锐减，

似与省长维持善堂之意不甚相符。”
43
樊榕希望以原来的一分二厘生息，交涉的结果仍以七

厘生息。由于大部分款项被提解到了公署，所以利息的降低直接影响了育婴堂的经营。 

另一方面影响育婴堂收入的是民国壬子之乱以后，各地当商被抢的很多。据方志载，“民

过壬子正月，乱兵焚掠，市井为墟，成本寄于本城者荡然无存。”
44
育婴堂堂长给省民政长

的信函中也称“查省城经壬子正月之变，城关旧日七号当商，尽成焦土。”
45
直隶省城保定

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例如育婴堂原在天津县当商存银 3700 元，该当商战乱中

被抢后，一直无力缴息，即使后来缴息每年也只有 167.22 元，还不到应该缴的 370 元的一

半。
46
更糟糕的是有一部分当商趁战乱携款逃跑了，如蠡县的当商。

47

行政区划的变动对育婴堂也有很大影响。据民国二年档案《直隶省城育婴堂全节堂为呈

请事》，晚清时育婴堂属清河道管理，所有生息银由清河道发往各县当商生息，由道署发给

育婴堂息银每月 600 两。民国二年，改府为县，育婴堂归清苑县公署管理，清苑县公署与各

县权势相等，就造成了各县的当商利用政体变革、制度未行的空当，或谎称被抢，或“任催

罔应，延不批解”。加上各县当商的成本银从发解公署到发解银行之日，约有半年多时间的

利息损失，到民国三年三月政府已短发育婴堂银 2468 两。 

与收入减少相对，支出却明显地上升。民国二年档案《直隶省城育婴堂全节堂为呈请事》

显示，这种增加首先表现在所收婴孩数量的增加。民国以前育婴堂的婴孩数量在三百名上下，

民国肇建，战争过后继以灾荒，到处是贫民，弃儿载道，民国三年的时候育婴堂婴孩的数量

达到五百多名。其次，过去女婴到一定年龄即为之择配，出堂后概不计及，多半流于冻饿之

中。民国以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育婴堂开始让这些稍长的女孩学习织科，聘教习购线料已

经成为育婴堂的固定开支。第三，将女婴中聪敏的送入女校中，并增加了各项补贴，也增加

了育婴堂的开支。最后，过去凡关于催解生息，来往公文，向由清河道经理，民国以后道署

取消，而道房书吏工食，由前清苑县知事安排由育婴堂按月给予津贴，所有这些都加重了育

婴堂的负担。 

一方面是开支的增加，一方面是利息的减少，所以堂长樊榕感叹：“虽一日两餐，也难

持久” 。
48
全节堂的命运和育婴堂差不多，截至民国三年六月底，全节堂计不敷银 839.98

元，七月底达到 1286.38 元。
49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来，到民国六年底育婴堂正款经费不敷

银 1342 元，其下属的栖流所、养病堂经费不敷银 131 元，再加上垫购府马号铺房银一千元

整，总共不敷银达 3856 元。
50
民国三年以后，随着新政权的稳定与保定道成立，育婴堂归

于保定道道署通属，在保定道道尹许元震的干预下，育婴堂的收入基本上有了稳定的来源。

以民国八年为例，这一年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 1、道尹公署发给生息银洋 7760.32 元。2、

县公署发给济时质库生息银洋 260.76 元。3、本堂售布价洋 1000 元。4、本堂房地租并捐款

银洋 1482.05 元。以上共合计银洋 10503.1 元。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亏空的状况，这一年的支

出约在 11398 元，不敷银约 895 元。民国九年的情形大致差不多，各项收入合计 9922.4 元，

支出约在 10806 元，不敷银 884 元。
51
这里面有物价上涨、婴孩增加的因素，也有育婴堂内

                                                        
43《直隶省城育婴堂公函育字第十一号》，保定市档案馆 161——518。 
44 民国二十三年《清苑县志》卷 2《职官》。 
45 民国二年《直隶省城育婴堂全节堂为呈请事》，保定市档案馆 161——518。 
46 民国十年《育婴堂常年收入预算》，保定市档案馆 161——436。 
47 民国二年《直隶省城全节堂、育婴堂为呈请事》，保定市档案馆 161——518 
48民国二年《直隶省城育婴堂全节堂为呈请事》，保定市档案馆 161——518。 
49《直隶全节堂民国三年统计表》，保定市档案馆 161——510。 
50 民国七年《直隶保定育婴堂公函》，保定市档案馆 161——475。 
51《育婴堂民国八九两年分岁入岁出银钱各款数目》，保定市档案 16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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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管理混乱的原因，下文将论述这一问题。育婴堂的经济危机大约到民国十年的整顿以后才

有所好转，历年的亏空由政府弥补起来，堂内实行了严格的核算制度。 

四、民国时期贪污、战争等因素对育婴堂的影响 

对育婴堂来说，民国十年和民国十四年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民国十年，省长

下文要求对育婴堂和全节堂进行整顿，并且重新订立了新的章程。没有资料明确地说明政府

为什么要对两堂进行整顿，毫无疑问，既然是整顿，至少表明两堂在内部管理上存在许多问

题。据民国十年七月保定道道尹许元震在《修订全节堂章程序》中说“屡示以节浮糜，计久

远，董其事者乃于去年修订章程四十八条”。
52
这份资料表明，导致全节堂亏损的原因主要

在于堂内存在严重的“浮糜”现象，在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有一定的不合理性。许元震所说

的“浮糜”现象在育婴堂同样存在。本文依据的资料没有明确记载育婴堂中是否有贪污的情

形，但是育婴堂进入民国以后的混乱状态却是可以确定的，贪污的现象应该是存在的，民国

十年的婴孩死亡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下面是民国三年和民国十年婴孩的死亡情况： 

表 2  民国三年与民国十年育婴堂婴孩死亡比例对照表 

年龄别 一岁未满 一岁至两岁 两岁至三岁 三岁至四岁 

年份 1914 1921 1914 1921 1914 1921 1914 1921 

共有人数 196 86 50 165 34 83 65 46 

死亡人数 66 76 0 40 0 36 0 16 

死亡比例 33.67% 88.37% 0 24.24% 0 43.37% 0 34.78% 

资料来源：《直隶省城民国三年统计表二》和《直隶省城民国十年统计表一》，保定市档

案馆 161——459 

通过比较就可以发现，民国三年的幼婴死亡比例远低于民国十年。民国三年的统计表有

隐瞒死亡的可能，因为从 1—4 岁的婴孩的死亡率为零来看是不可能的，这一年的统计表上

有很多婴孩退出也不太正常，如未满一岁的婴孩退出的有 42 名，1—2 岁的婴孩共 50 名，

退出 25 名，2—3 岁婴孩共 34 名退出 7 名，3—4 岁的婴孩共 65 名，退出 45 名，
53
可能一

部分死亡的婴孩被列在了退出的行列。但是不管怎么说，民国十年的婴孩死亡比例明显是比

较高的，而未满一周岁的婴孩的死亡比例达到了 88.37%，当年新收的九十名幼婴中除了退

出的四名以外，86 个中竟然死了 76 个，确实是触目惊心。清唐甄在记述当时的育婴堂时也

不过说“其籍记者，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
54
虽然他的记述不是统计学上的结论，

但是即使再高估一下，当时婴孩的死亡比例当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 

如果将一切都归于经费的不足显然不能说明一些问题。事实上，育婴堂的危机并不单纯

是资金上的问题。在经费上，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制度的稳定，到民国三年以后，在保定道道

尹许元震的主持下“一如旧制，经费始稍稍有条理”。
55
虽然资金仍不充足，但基本上还能

维持运作，育婴堂本身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将育婴堂下的栖流所、养病堂的部分资金暂时

挪借，用部分本金办济时质库等方法，基本上缓解了资金的不足问题。民国八、九两年一份

档案显示，民国八九年的收支虽略有不足，但基本上能够满足需要，
56
如果按照民国十年整

顿以后的预算，每年还可以有结余。而全节堂据许元震的估计，如若“就上年议绅修订章程

复加修改，稍涉虚糜者，概予删减，并分条规定预算，综计每年出入足以相抵，倘支出无出

                                                        
52 民国十年许元震《修订保定全节堂章程序》，保定市档案馆 161——542。 
53《直隶省城民国三年统计表二》，保定市档案馆 161——459。 
54 唐甄：《潜书》，中华书局，1955 年，第 148 页。 
55 民国十年许元震《修订保定全节堂章程序》，保定市档案馆 161——542。 
56 《育婴堂民国八九两年分岁入岁出银钱各款数目》，保定市档案 16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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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者，尚可赢千余元”。
57
可见资金不足并不是导致婴孩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 

也不是婴孩太多的缘故，民国三年育婴堂婴孩数目为 437 名，
58
民国十为 344 名，

59
数

量上比民国三年少 93 人。比较 0—4 岁的婴孩数量，民国三年为 239 名，民国十年为 168

名，未满一岁的婴孩民国三年为 117 名，而民国十年竟然没有。
60
这里只有一种解释，到民

国九年底，大部分未满周岁的婴孩都已死亡，民国十年的高死亡率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是

不是人员的不足导致了婴孩乳养质量的下降呢？表 3 是民国三年与民国十年育婴堂的人员

配置情形：  

表 3  民国三年与民国十年育婴堂的人员配置 

堂内人员 堂长 外堂经理人员 内 堂 经

理 

乳妇、抚妇 堂 内 公

役 

女教师

民国三年 1 会计、庶务、文牍、医生兼

种痘员各 1 

1 名 28 13 2 

民国十年 1  会计 1、庶务 1 2 名 53 11 1 

资料来源：民国三年《直隶省城育婴堂薪工数目》（保定市档案馆 161——518）和《直隶保

定育婴堂现行办法清摺·组织》（保定市档案馆 161——439） 

民国三年和民国十年育婴堂内的管理人员（包括堂长、内外堂经理人员、女教师）并没

有多大的变化，堂内的公役人数民国十年比民国三年少了两人，变化最大的是乳妇抚妇数量

的变化，民国十年几乎是民国三年的两倍。一方面婴孩数量减少，另一方面是乳妇抚妇数量

的增加，但是结果却是婴孩的死亡率猛增，这里可以排除瘟疫和流行性疾病的因素，因此可

以断言，管理的混乱是导致婴孩死亡的主要原因。由于管理的混乱使贪污就成为可能，只是

被物价上涨、战乱与经费不足的表象掩盖了。而在经费本不宽裕的情况下，贪污又使真正用

于婴孩和乳妇的费用更加不足，当民国十年负责喂养婴孩的乳妇为早餐量不足而进行罢工

时，婴孩的高死亡率就在所难免，民国十年的整顿正是针对这一情况所采取的措施。 

尽管民国十年对保定育婴堂和全节堂进行了全面整顿，但是却无法阻止育婴堂衰落的趋

势，这从育婴堂的婴孩数目上可以明显的反映出来。民国十年以后档案统计资料显示，民国

十年终育婴堂婴孩数为 344 名，民国十一年终为 291 名，民国十二年终为 230 名，民国十三

年终为 200 名，
61
其中的原因目前没有资料明确说明，但是肯定与民国十年以前的婴孩高死

亡率有关，极高的死亡比例也败坏了育婴堂自身的声誉，有人曾将育婴堂比作杀婴堂不是没

有道理的。 

民国十四年发生的战争使育婴堂和全节堂这两个直隶省城最大的慈善机关真正走到了

尽头，这一年两堂遇到了民国以后更大的危机。据方志载：“自民国十四年曹省长锐以筹军

用，将基金提购本省四次公债票，迨公债还本复由曹省长将此项基金四万余元（全节堂在内）

统存直隶银行，又由财政厅提作军用，从此经费无着。”
62
由于战争的影响，育婴堂的经费

被强行提取作了军费，情形比民国初年的资金危机更为糟糕，只要战争不结束，经费将永远

不会得到解决。 

应该说议绅会在这次危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士绅的屡次造陈、恳请维持，最后乃

                                                        
57 民国十年许元震《修订保定全节堂章程序》，保定市档案馆 161——542。 
58 《直隶省城民国三年统计表二》，保定市档案馆 161——459。 
59 直隶省城民国十年统计表一》，保定市档案馆 161——459。 
60《直隶省城民国三年统计表二》和《直隶省城民国十年统计表一》，保定市档案馆 161——459。 
61《直隶省城育婴堂统计表》，保定市档案馆 161——459。 
62 民国《清苑县志》卷二《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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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政府议决，当基金未筹还以前，每月补助 200 元，两堂分用。
63
这一时期育婴堂和全节

堂的全部资金来源，除了省政府补助的 200 元以外，还有就是两堂自建的济善商场的房租每

月 300 元，既不能和民国以前相比，也不能和民国十年相比，育婴堂和全节堂处于风雨飘摇

之中，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救济院的成立。 

民国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了《各地方救济院规则》，要求“各省

区各特别市各县市政府，为教养无自救力之老幼残废并保护贫民健康，救济贫民生计，于各

该省区省会特别市政府及县市政府所在地依本规则规定设立救济院”。
64
救济院显然不是针

对保定育婴堂、全节堂等慈善组织的现状而成立的，而是面向全国的一项改革。新成立的救

济院包括养老所、孤儿所、残废所、育婴所、施药所、贷款所，既融合了传统的慈善机关，

也排除了传统的一些善堂机构如保护寡妇的全节堂等，这大概与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有很

大的关系。但是就河北救济院的实施情形来看，河北省立清苑县救济院由保定育婴堂和全节

堂合并成立，内部仍先分设育婴堂、全节堂两堂，只是院长由清苑县知事担任，副院长二人

仍由董事会公推二人担任，和内政部的要求显然不相一致。
65

合并以后成立的救济院的经费则“先就两堂现有之房地产业，按照地方经济情形酌量增

加月租，并收押助以裕收入，如再有不足时，得呈请省县补助并得由官绅合力募款补助之。”
66
这里没有提到原先省议会决定的每月 200 元的补助，济善商场房租每月 300 元成了经费最

主要的来源，较民国十四年的 500 元还要少。这样两堂的全年经费也不足四千元，与育婴堂、

全节堂过去的经费更是不能相比，只能是惨淡经营。
67
资金的不足，堂中婴孩数量也大大地

缩减，到民国二十三年，育婴堂中仅有乳婴及成婴三十余人，可以这么说，救济院得成立，

实际上标志着传统慈善事业的没落。 

余论 

从同治八年育婴堂建立到民国十七年救济院的成立，保定育婴堂已经走完了它全部的历

程，要探讨传统慈善事业衰落的原因，恐怕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如果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

梁其姿关于明末清初慈善事业产生的主、客观原因的分析，就会发现民国初年具有和明末清

初极为相似的特征。客观方面，战乱和灾荒造成客观的社会需求加大，在主观方面，受西方

文化的影响，传统的思想观念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但是为什么传统慈善事业却遭受到不同的

命运呢？这其中有政体变革的因素，有战争的因素，但是真正的原因本文认为还是在于育婴

堂官僚化的特征。 

保定育婴堂建堂开始，就有浓重的官方背景，两任直隶总督直接参与了它的筹建和扩充，

也参与了育婴堂的管理，这和梁其姿所说的乾道以后善堂善会的官僚化趋向是一脉相承的。

进入民国以后，新的政府通过资金控制等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官僚化的特征。官僚化使传统

慈善事业失去了独立性，因此更加依赖政府的支持，同时也更易于受到政权力量的侵扰，民

国十四年的危机就是这样，贪污的存在则是官僚化管理的另一结果。 

官僚化也消解了民众和士绅对善堂善会的热情。明末清初，商人团体作为新兴的阶层地

位还没有得到真正的确立，而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完善，又使作为士绅阶层生员的地位相对

下降，善堂善会就成了商人和下层士绅主动介入社会的切入点。所以在善堂善会发展的早期，

商人和士绅通常是传统慈善事业的创办人和襄助人，直接参与善堂善会的管理。 

从晚清开始到民国，国家权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基层社会扩张，这种扩张的结果，正如杜

赞奇所指出的那样，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主要是商人和士绅）的基础，国家在现代化的

                                                        
63 同上。 
64 民国十七年《各地方救济院规则》，保定市档案馆 161——542。 
65 同上。 
66《河北省立清苑县救济院组织大纲》，保定市档案馆 161——542。 
67 民国《清苑县志》卷二《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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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完全忽略了文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这种情形反过来又削弱了国家。
68
被削弱的地方

权威因为自主性被削弱，缺乏关心地方性事务的主动性。从民国以后的育婴堂情形来看，士

绅不再是善堂的资助者和管理者，即使有士绅主持堂务，也常常是带薪的，这份工作成了他

们的职业和谋生的手段。对于育婴堂之上的绅董会而言，民国以后就基本上游离于慈善组织

的管理之外。 

民众和士绅的漠视使传统慈善机关缺乏不断输入的新鲜血液。从育婴堂的资金来源看，

民国以后个人捐助的已经微不足道，民间社会资源的不足使传统慈善事业在经历战争和政体

变动时常常被动地疲于应付，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所以保定育婴堂成立一开始就有先天性

的不足，在战争和政体变革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迅速地走向衰落。 

应该承认，在这过程中，随着政体的变革和东西方交流的增加，西方现代福利和管理制

度或多或少地对传统慈善事业产生了冲击，传统慈善组织内部也开始孕育现代福利制度的萌

芽。组织结构上，原先独立的各慈善机构有向统一进行管理的趋势，栖流所、养病堂、施棺

择骨局成为育婴堂的附属组织。民国十年，育婴堂和全节堂两堂也设立了总董，虽然是名誉

职，地位却在两堂堂长之上，总董的设立，标志着保定市的传统慈善事业已经完成了重新整

合的现代化过程。在内部管理上，育婴堂和全节堂民国以后设会计和庶务，有明确的财务制

度和后勤管理，管理上更具现代事业单位的特征。而且，育婴堂还设有专职女教师，女成婴

有进入女校学习的机会，所有这些都显示，传统的慈善组织民国以后已经融进了现代的因子。 

但是本文也认为即使救济院的诞生，也并不意味着现代福利制度的形成，救济院是自上

而下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成立的，不是传统慈善事业内生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内容上看，

救济院的成立并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只是将传统的慈善组织统一于一个专门的机构，充其量

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而已。而且，救济院的成立，也没有改变传统慈善事业没落的状况，相反

传统慈善组织被纳入救济院以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萎缩，救济院的救济数量与救济范围

根本无法和传统的慈善事业相比，倒真正成了政府象征性的设置。因此，本文认为不能将民

国时期看作传统慈善事业向现代福利制度的过渡时期，只能说民国时期的动荡暴露了官僚化

了的传统慈善事业的先天性不足，加速了传统民间慈善事业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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